
[内容提要]实践历史的视角是否缺乏前瞻性？这是此辑评论者们提出的问题。本文论证，从实践角度来看，

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制度下，而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

GDP 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乃是推动改革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

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顾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

革的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以上的分析所提倡的是改进公共服务和福利，既赖

以缓解社会不公，也赖以扩大国内市场。但除非真正改变当前的干部激励制度，中央打出的从汲取—管制

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只可能是空谈。

Abstract： Does a history-of-practice based research approach lack prospective vision — as the commentators

suggest? Seen in terms of practice，local governments working under a decentralized system allowing for initiative

and competition，and a centralized cadre evaluation-appointment system that prizes GDP growth above all else，

have been th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ir secret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s has been cheap

peasant labor，used without regard to labor laws and benefits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t is the system that

lies at the root both of stu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unting social-environmental crisis. Such an analysis

calls for better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welfare，to address the issue of social equity，and also to ex－

pand the domestic market. But the central leadership’s stated goal of changing the state system from an extrac－

tive-controlling one 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can only be so much empty talk unless the cadre evaluation system

itself is revamped.

跨越左右分歧：

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

[文 / 黄宗智 ]

□
78

在我们三次的系列讨论中，对话双方既反映

了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分歧也有意识地试图超

越那样的分歧。分歧是一方强调改革三十年所带

来的社会矛盾，一方则强调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

甚或“奇迹”。它们来自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毛泽东

时代占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在改革时代则快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

现代化主义（发展主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讨

论试图跨越以上的分歧，探寻其间的共识以及区

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历史实际。我们突出了一个

基本研究进路，所纳入大多数的文章倾向用实践

（历史）视野来替代意识形态化论证；同时，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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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其一个基本批评，评论者虽然基本赞同如此

的研究，但同时，也多有意无意地质疑实践的研

究，认为其容易陷入纯回顾性，缺乏前瞻性，容易

变成简单对实然的描述和解释，甚或是辩护，缺乏

应然的视野。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故命名

“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①

首先，在我看来，从实践历史角度回顾改革三

十年的经验，一个关键要点是左右双方所强调的

社会危机和经济奇迹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改革

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国家体制。我曾撰写短文，突出

“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

根源”。②这里不妨先再次转述这个论点，作为进

入上述回顾与前瞻问题的讨论的出发点。

一、改革中的国家体制：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摆开意识形态而正视改革实践，国家体制显

然在改革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资

本主义理论的建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动

力是私营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

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

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

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一个党—国集权制度可以

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

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

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但它不可能发动

资本主义型的可持续的创业动力。在那样的经济

体制现实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

要激发潜在企业家们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

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

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

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

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

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

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没有采

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

“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

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比较具体地体现

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而

1994 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

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

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

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

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 80 年代蓬勃的“乡镇企

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

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

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

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

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

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

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

“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

的结合，亦即我这里之所谓“改革中的国家体制”。

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

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

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

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

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

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

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

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

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

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

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

外，使用不必遵守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

的廉价劳动力———即 2.5 亿“非正规经济”中的

“农民工”和“下岗工人”。③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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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

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

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在这样的“改革的国家

体制”下实行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

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某些新古典经济

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④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

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

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

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

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

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 GDP 为主要审核“政

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

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

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

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

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

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

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美国读者说明“联

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

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

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

“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

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

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

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个大圈子来说

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

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⑤但

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

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

引起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

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

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同时，由中央的组织部来

委任各州州长也同样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

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像，西

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

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

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

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与“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

来说明。⑥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

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

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⑦

二、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

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

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官商勾结”

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

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

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

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

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

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

之一。⑧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

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

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

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

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

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

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

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们当然也不能

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

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

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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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 GDP

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

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庞大的城

乡差别。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

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西方发达国

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

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

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也不能

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

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

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

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及其围绕

GDP 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把招商引资

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

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

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着重把稀

缺资源配置于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

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

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⑨结果是环保部门变

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

了环境污染。⑩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

迹”性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

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偏重 GDP 发展和相

对忽略环境保护其实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

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

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

要维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

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

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的联合压制和打

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

而获得公正处理，因为那些部门在经费和人事上

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

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

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

应，进入到第二层的“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

者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輥輯訛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

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

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

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体制既非简单的资

本主义，也非简单的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两者结

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

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

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

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

的意识形态来理解。

三、改革的国家体制

在实际运作中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国家体制”在实践之中已经形成

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已经

突出了实际运作中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国家体制的另一面，即集权的中央

政府的角色。

正如强世功的论文指出，对中国宪政的理解

绝对不能限于其成文宪法。即便是在西方的传统

之中，也有两种很不一样的传统：以成文宪法为主

的美国传统和以不成文宪法为主的英国传统。中

国的成文宪法其实只是相应现代西方话语霸权的

现实而拟就的文本，如果简单地像许多现有宪政

研究那样，用美国政府组织模式来理解，把中国和

美国的国家成文宪法等同起来，或简单地根据美

国模式而强调中国宪政各方面的不足，便会完全

误解中国国家体制的性质。首先，中国国家体制不

能脱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现实以及其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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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不成文宪法”来理解。正如强文指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固然是个分权的体系，而各级

政府在官僚体制内的关系则是垂直集权的状态，

但共产党则与两者都不同。它首先是个高度集权

的组织，充分体现于其干部任命和纪律检查的制

度。但是，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分权传统，其来源是

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打出的“两个积极性”原

则：要求统一集权，但同时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发动地方积极性。这是毛泽东批评苏联集中的

官僚制度的一个要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群

众路线”才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党章中的“民主集

中”原则的精神：在运作之中，要求充分发挥地方

积极性，要求上级广泛与下级“商量办事”。邓小平

用“分权让利”来推动改革，正来自那样的传统。这

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好思路，也

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引用美国“联邦主义”来

理解中国的改革体制。

Pierre Landry 的新作使用了一个矛盾结合体

概念———分权的威权体制 （decentralized authori－

tarianism），来描述改革中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他指

出，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分权度最高的

国家———2002 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

的将近 70%。輥輰訛这是一个悖论的事实，因为一般威

权国家的财政要比民主国家集中，后者的地方政

府支出在 1972 ～ 2000 年中平均只达到全财政支

出的约六分之一，前者则贴近四分之一，但改革期

间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则明显比两者都高，

1958 年到 2002 年间平均达到一半以上（55%）。輥輱訛

从一般的理论预期来看，如此的分权应会严重削

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导致其分裂甚或崩溃。

但是，中国不同，在大规模的改革中，包括干部更

新、提高其教育和技术水平以及“地改市”和“市管

县”等制度改革，仍然维持了其高度一统的体制。

Landry 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

命制度。它通过各级组织部门有效地控制了干部

的选拔和提升。正是这个干部任命制度奠定了改

革中高度奏效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Landry 采用

了一双相悖的形容词，分权和威权，用两者的矛盾

结合来形容改革的中国国家体制。輥輲訛它既是一个

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

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也是政府和共产党微妙结

合的体制，缺一不可理解。如此的理解符合强世功

所分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文与

不成文宪法的结构。它也是对中国国家体制的实

际运作比较贴切的描述和分析。

此外，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另

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輥輳訛一方

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撇开国家劳动

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等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全

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

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

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同时又设

立了许多环保机构，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它既提

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 GDP 为本的地方官

员审核制度，同时也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

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

的矛盾言行，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

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级

政府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

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

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 GDP 的

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乡/

镇、村级政权机构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

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

重要的指标的需要 （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

资、扩增 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

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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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

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所具

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輥輴訛他的

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

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

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

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

来理解周雪光关心的“共谋现象”：地方政府官员

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

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

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

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

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

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

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

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

王汉生、王一鸽新近的研究则从特定制度环

境所促成的“实践逻辑”輥輵訛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行

为。在改革期间设立的“目标责任管理制”下，各级

行政和业务机构通过“责任书”把中央设定的目标

一级一级地传达、贯彻下去。所设目标固然包含社

会公正、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但在制度化了的

量化管理机制下，真正刚性的任务乃是易于量化

的“招商引资”和 GDP 增长目标。因此，在现存制

度和管理机制下，自然形成了经济发展乃是“重中

之重”的实践逻辑。輥輶訛这是对当今国家体制实际运

作的贴切描述与分析。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经济发展的硬

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

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

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

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

筑不达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

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

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

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

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

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 R 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

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

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 元的登

记手续费） 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

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

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

盾和上访。輥輷訛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

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

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

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

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譬如，新近的研究展

示，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拨款，多

被一层一层的地方政府部门或个人克扣、挤占，以

致真正交付给基层的只是所拨款项的一半甚或更

少，乡镇市场建设补助资金如此，卫生院建设补助

资金、学校危房改造的国债基金等等也如此。这是

个半公开的普遍现象。輦輮訛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

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

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

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但

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

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

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

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从反面来说，

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

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

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

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为

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

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

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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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

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

民众抗议。

四、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

国家体制？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如果简单地从意

识形态化的理论出发，继续陷于“民主主义”对“威

权主义”、宪政对集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二

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只可能脱离中国实际而

在意识形态分歧之中打滚。脱离了运作中的实际，

便没有可能点出真正的问题，也更没有可能提出

具体可行的改革实施方案。如此的争论，完全局限

于应然理想，最终只可能越谈越僵，最终变成互不

理会的分别自说自话。对实践历史的回顾则虽然

可能忽视应然，但也完全可以变成有实际根据和

针对性的改革思考。輦輯訛

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

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

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

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的

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

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

的政府角色，认为它只可能导致更庞大的政府以

及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

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

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

原教旨市场主义，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保

守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

实际。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

国家结合的产物。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

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和一般消费品不同，

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

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輦輰訛毛泽东时

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

应犯过度依赖美国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

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事

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

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无

可厚非，它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

术转移，也给二亿多中国农民带来了农业之外的

工业、打工收入。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

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借

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需要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

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者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

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国

有限的）“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

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

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

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提倡的主要药方之

一。换言之，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

可以扩大“内需”并促进经济发展。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

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

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

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

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

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

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

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

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给予农村六十老人生

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民众的合作医疗制度等

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

步的推进。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我在第一辑中所突

出的中国持续不断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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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中的皇权下依赖来自社区的半正式官员的简

约治理———实践传统，輦輱訛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

权功能和社区的参与和监督，再加以市场的竞争

和激励机制。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

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服务，适当纳入私

营企业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包括地方间的竞

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

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地方社区来配合

和监督，私营企业来参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与市场

经济的简单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使人们认为市场

经济必定建立在完全私有的产权制度上，是错误

的。这里应该清楚区别所有制和市场机制，因为市

场机制并不排除公有制度。

在合作医疗方面，根据第二辑纳入的王绍光

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

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輦輲訛这

样的多元参与的公共物品提供不同于管制型政府

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

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地方之

间可以有竞争，社区可以参与并拥有监督权利，人

民可以有购买与否的选择权利。因此，应该不会像

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

它也不同于牟利型的政府，应该不会陷入改革前

三十年所凸现的只为金钱提供服务的弊端。计划

经济时代政府的极端全能管制型一面应该被抛

弃，但其有效的公共服务一面则应适当继承，用来

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輦輳訛扩大公共服务甚至可

以看作改善国家体制的机遇。

根据以上的讨论，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显然

非常关键。鉴于过去三十年的实践经验，最关键的

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

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真正变成“硬”道理，

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仍然主

要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

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

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

人民服务的体制。

从实践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正因为当前的中

国既来自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背

景，也来自改革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背景，今

后的中国追寻的该是两者的结合和超越，而不是

非此即彼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二元对立的抉择。

崔之元极具挑战性地打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设

想，其中一个关键建议是把大量仍然存在的国有

资产纳入市场环境现实来考虑，既不限于纯粹反

市场的计划经济视野，也不限于纯粹私有化的资

本主义视野，强调的是利用这些来自计划经济的

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增值来支付公共服务与

社会保障，甚或收入的重新分配，由此来体现“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輦輴訛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渊源

和理论深度的“另类”设想。它也和强世功论文的

观点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为我们可以把强文解

读为提倡既纳入中国成文宪法的自由民主主义观

点，也纳入中国不成文宪法（或“根本法”）的中国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党章观点，由此来超越当前非

此即彼的狭窄观点，由此来理解和探寻符合实践

历史的宪法改革。譬如，我们也许可以想像某种一

党民主制，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具有立法的

权力，更具有财政预算和罢免领导者权力，甚或对

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权力。

应该说明，我个人对崔之元的“自由社会主

义”和强世功的“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理解是它

们所包含的理想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和稀泥的

那种含含糊糊的妥协，而是在承认两者都是必要

的、缺一不可的前提下的超越性综合。讲究“收益”

与增值的国有资产，以及其用来作为提供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甚或收入重新分配的设想，正体现

了这样的超越和综合。自由民主主义的成文宪法

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党章的并存与结合同样。至

于具体如何综合并在实践中操作，则尚有待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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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的试验，据此尔后逐步提炼其中的理论性逻

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60 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

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如此方向的进一

步改革。正如 Sebastian Heilmann 在第二辑的讨论

中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

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

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

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

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

的试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

用、推广某一政策。輦輵訛王绍光在同一辑中则进一步

指出，从改革 30 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

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

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輦輶訛这种实用性的

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

国家体制改革。新近报道和讨论较多的“重庆经

验”———用市场化了的公有资产的增值来投资于

公共建设，并带动私家资本的参与，再用进一步的

增值来再建设———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

样的一种尝试。輦輷訛对近期的改革来说，从管制型政

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前瞻性

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

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对长期的改革来说，

完全可以采用现有基于实践的试验—适应决策方

法来探寻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服务、兼顾自由主

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道路。以上是从实践历史视

野得出的一些实用性改革的尝试性思路。

我们第一轮的讨论最后突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在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社会

主义的两大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具体什

么内容？我们第二、第三轮的讨论，以及我这里的

总结性评论，也许可以视作一个提出初步的答案

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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